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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现代环境司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其核心目的在于前瞻性地介入环

境保护，旨在避免生态环境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或减缓损害程度的进一步扩大。然而，尽管预防性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设立初衷具有前瞻性和重要性，但当前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与不完善之处。

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在于“重大风险”这一核心概念在立法及司法解释层面的模糊性。具体而言，

“重大风险”的界定标准、风险评估的对象范围、风险认定的主体资格以及具体的认定程序和方法等，

在现行的法律文件中均未得到明确而详尽的阐述。这种法律上的空白不仅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也可

能导致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效果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到环境保护的效率和效果。鉴于上述问

题，我们有必要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完善，确保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制度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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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s a 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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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field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corely aimed at proactively intervening in environmen-
tal protection to prevent irreversible harm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r to mitigate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damage. Despite the forward-looking and crucial nature of its establishment, the sys-
tem still confronts numerous challenges and imperfections in practical operation.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issues lies in the ambiguity surrounding the core concept of “significant risk” at the legisla-
tive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levels. Specifically, the definition criteria for “significant risk”, the 
scope of objects for risk assessment, the qualifications of risk identification entitie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identification, are not clearly and exhaustively elabo-
rated in the current legal documents. This legal void not only perplexes judicial practice but also 
potentially compromis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reby impacting the efficiency and outcom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f-
forts. In light of these issues, it is imperative to undertake a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to ensure its effective imple-
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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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的法治主题是绿色。作为绿色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法的绿化也日益受到关注。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作为程序法绿化的典型代表，将环境保护从事后救济扩展到事前预防，由于环境损害的不可

逆性，事前预防已成为现代环境保护及环境立法的核心理念[1]。2015 年 1 月 7 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明确规定了预防性公益诉讼条

款，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有提起

诉讼的权利。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明确提出，打破了传统的“无损害即无救济”的诉讼救济理念，

响应了国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政策，对于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制度

刚起步，实践中到底何为“重大”，何为“风险”，“重大风险”如何认定、谁来认定等问题，法律法规

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因此我们需要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

索，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规则，更好的发挥该项制度对于生态环境保护

的前瞻性作用。 

2.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内涵界定 

“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核心要素，要想对“重大风险”进行对象分析，必须

先对其内涵进行界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产生了，但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

度在我国的正式提出是 2015 年。该项制度是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应用，虽然风险不可

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尽可能的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害，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就

是为了减少人们的经济活动对环境带来的损害而产生的制度。 
(一)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 
关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主要包含以下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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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责任，明确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和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该法规定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包括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主体资

格、证据等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

明确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标准、证据、赔偿范围等方面的问题。但是在这些法律依据中，没有法律文

件对“重大风险”的认定作出具体规定，对“重大风险”的认定只能参考实践中各地法院的裁判。 
(二)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重大风险”中“风险”的内涵认定 
根据文义解释，“‘风险’可以解释为‘某一行为尚未导致实际的损害结果。但具有导致一系列风险

的可能性，且该可能性有迹可循’”[2]。关于风险，存在客观说和主观说两种观点。主观说认为风险是

人们的主观感受，是公众感受到某一行为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客观说认为风险是客观

存在的，是某一行为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可能性，该风险有可能转化为现实损害[3]。在风险社会学中，

风险具有更加广义的定义。它不仅指潜在的负面结果和可能发生的事件，还包括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知识

和主观感受。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科技进步、全球化、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们面临着众多新的风

险。这些风险可能是全球性的，如气候变化、核能安全等，也可能是个人生活中的风险，如疾病、失业

等。风险社会学关注的是这些风险对个体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人们对风险的认知、评估和应对方式。 
(三)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和“环境风险”的关系 
环境风险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环境风险从其字面含义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环境领域存在的风险，

它是风险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指“逃脱于人类感知能力之外的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要素，及其相伴

随的对植物、动物、人类所产生的不可逆的影响”[3]。现代社会是个风险社会，不管是经济生活、社会

生活还是自然生活，随时随地都伴随着风险的发生，环境风险具有不同于其他风险的独特性，这就导致

环境公益诉讼只救济既有损害的发生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求，预防性诉讼的产生成为必然。在预防性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中，重大风险的本质是生态环境风险，它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

有科学的不确定性，任何机构或者组织都无法给它确立一个具体的数值。 

3. “重大风险”认定的实践探索 

实践中，民事主体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并不多，裁判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屈指

可数，但是其中“绿孔雀案”1、“五小叶槭案”2、“中石油云南炼油案”3、“回龙山水电站建设案”4

都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典型，虽然典型案例不会穷尽“重大风险”在现实中存在的所有

可能，但是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关于重大风险的认定给了我们很大的参考价值。它们为完善预防性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典型案例分析 
“绿孔雀案”：自然之友研究所认为由昆明研究院承包、新平公司开发建设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工

程建设后，会对绿孔雀、陈氏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于是

自然之友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新平公司和昆明设计院共同消除戛洒江水电站建设带来的危险，立即

停止水电站建设。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两被告在“红河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项目的大坝建设、清库砍

 

 

1参见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73 号(2021 年)。 
2参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74 号(2021
年)。 
3参见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石油云南石化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4 参加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云南华润电力(西双版纳)公司及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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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蓄水淹没等相关行为是否是生态破坏行为，是否对淹没区的生态构成重大风险”。一审法院的裁判

结果是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至于对该水电站的后

续处理，待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由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自然之友研究所不服一审判决，认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应

当永久性停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自然之友研究所不服二审判决，以二审法

院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等原因申请再审，再审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本案的裁判要点是法院审理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自然之友研究所提供证据证明水电站项目

建设将对绿孔雀、陈氏苏铁等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以及周边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不可逆转的损害后

果，法院应当从被保护对象的独有价值、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不可逆转性等方

面，综合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五小叶槭案”：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成勘院)在筹备牙根梯级水电站的

建设，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认为该水电站的建设会直接威胁五小叶

槭的生存，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被告在雅砻江上修建牙根梯级水电站以及配套的

公路建设是否会对五小叶槭的生存构成重大风险。法院的裁判结果是被告应当将五小叶槭的生存作为水

电站修建环境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再开展下一

步工作。本案中，法院鉴于五小叶槭在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的等级以及水电站建成后可能会对五小叶

槭原来的生存环境造成破坏、甚至影响其生存，认定水电站的建设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从而判令被告立即采取适当措施。 
“中石油云南炼油案”：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云南石化没有实际执行环境保

护部停建命令，仍然召开动员大会，且采用延迟焦化技术造成大气污染物、烟尘粉尘以及危险废物的增

加，存在较大的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风险，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安全、健康期待。昆明中院认为案涉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已经取得环保部的批复同意，所以原告提供的证据都不能说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自然之友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回龙山水电站建设案”：回龙山水电站项目建设行为严重损害了小黑江流域生态环境，自然之友

研究所起诉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诉讼过程中，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二) 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虽然我们国家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案例中法院对原被告双方诉讼请求的态度以及法院的裁判理

由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现实中案件争议焦点的发展趋势，对于我们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有很好的奠基作用。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内容就是“重大风险”，研究实际生活中法院对于“重大风险”认定的

相关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统一“重大风险”的认定标准，实现同案同判。结合上文的四个典型案例以及

其他案例，本文认为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以下问题。 
1) 重大风险认定的对象不统一 
“中石油云南炼油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炼油的行为不仅会损害自然环境，也会损害当地居民的安

全、健康期待，所以被告的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但是其他三个案件，原告都是认为被

告的行为将会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被告的行为具有“重大风险”，可以提起预防性诉讼。

这就显示出我们国家对于“重大风险”的基础对象“环境公共利益”存在差异性的理解。原告想要提起

预防性诉讼，是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将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风险，还是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为将会对生

态环境和身体健康产生双重风险需要厘清。“重大风险”的基础对象直接决定着“重大风险”的认定，基

础对象的不明不仅影响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推进发展，也不利于提高相关社会组织参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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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积极性。 
2) 重大风险认定的主体不统一 
“重大风险”是原告向法院提起预防性诉讼的先决条件，但是这个“重大风险”到底由谁来认定，

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有些法院直接将行政机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为依据，或者将是否采取预

防性措施的决定权交给行机关来行使，由此产生了“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到底是行政机关还是法院的

争议[4]。一种观点认为“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是法院[5]，行政机关还有一些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只是辅

助法院对“重大风险”作出认定的材料，因为对“重大风险”的认定属于案件事实认定，这属于法院行使

审判权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应该是行政机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预防

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执法诉讼，法院认定成立“重大风险”，判决被告停止基于现有的环境影响评

价下的相关项目建设，但是实施环评制度应该是生态行政机关的职责，法院实际上是越俎代庖行使了行

政机关的职责[6]。明确“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可以有效的缓解不同机关之间的职责混乱问题，使各

个机关明确自己的职责，提高工作效率。 
3) 重大风险的程度不明确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对“重大风险”的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很明确的解释，“重大风险”的内涵

不明导致司法人员在实践中不得不依靠一个尚未被完全确定和认知的概念范畴作为度量工具去衡量同样

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致使司法实践难以对尚未造成现实损害的行为是否具有招致生态环境损害风

险进行度量。重大风险的本质是生态环境风险，它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科学的不确

定性，任何机构或者组织都无法给它确立一个具体的数值，但是本文认为可以给它确定一个程度范围，

使之尽可能的具像化。如果根据《辞海》从字面含义上来理解“重大风险”，可以解释为抽象性含义的

“可能发生的大而重要的危险”，但是该解释并不能为我们的司法实践活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重大风

险的程度还是不明确。何为“重大”，为何《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词汇是“重大风险”，但是第十九条又

规定原告为了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可以请求被告消除危险？“危险”和“风险”是什么关

系，谁发生的盖然性较大？都是需要本文解决的问题。只有明确“重大风险”到底到达如何一个危险的

程度，我们才能更好的认定实践中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具体危险情况是否达到了“重大风险”

的程度。 
4) 重大风险认定标准不明确 
立法以及司法解释都没有给“重大风险”规定一个认定标准，这就导致实践中各地法院对于“重大

风险”的认定标准非常不统一。认定标准的缺失导致人民法院在认定“重大风险”时，需要借助预防原

则、风险预防原则，并结合被保护对象的价值、造成损害结果的可能性及损害结果的严重性、不可逆性

等因素进行学理上的判断。在“五小叶槭案”中，原告提供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等证据证明被告准备建设

的水电站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被告提供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查意见和批复、水电开发方

案研究报告、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证据，来证明案涉工程尚处于审批阶段，且有行政机关把关，不可能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法院最终认定被告的行为可能存在损害环境公益重大风险，支持了原告的

部分诉讼请求。5在“绿孔雀案”中，原告举证证明水电站的建设对绿孔雀和陈氏苏铁的生长环境以及该

区域的完整生态系统都具有造成重大风险的可能性，被告则出示环境影响报告书证明不存在重大风险，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综合所有证据认定水电站淹没区对绿孔雀栖息地以及陈氏苏铁生长构成重大风险，却

未认定对淹没区系由绿孔雀和陈氏苏铁等珍稀物种，及与其赖以生存的大面积原始季雨林、热带雨林片

段共同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也造成重大风险。6在上述案件中，法院综合原告和被告的证据，部分认定存

 

 

5参见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 45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云民终 82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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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风险，但是部分不予认定，可以看出法院自由裁量权较大，对于“重大风险”的认定标准认识不

一，如此一来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影响司法的权威性以及公正性。 
另外司法人员在运用“重大风险”标准判断案件受理范围时也出现标准尺度不统一、主观性随意性

较强的问题。云南绿孔雀案与四川雅砻江五小叶槭案中法院认定被告建设行为存在重大风险进而受理案

件，而在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案中则认定不能说明重大风险的存在故不予受理，诚然云南绿孔雀案和四

川雅砻江五小叶槭案保护的对象涉及濒危珍贵动植物，而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案不涉及，但单纯的将保

护对象的“濒危”、“珍贵”简单等同于“重大风险”显然没有从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的“质和量”标准

层面对重大风险进行界分，是有失妥当的。 
最后，在云南绿孔雀案件中，虽然被告的行为获得了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同意，但是原告自然之友

向法院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最终法院也认可了其对重大风险的证明。而在云南中石油案件中，法院

仅仅依据行政机关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诉请，法院如此依赖行政机关的意见，甚至

将行政审批意见作为唯一的考量标准。两个案件一胜一败也从侧面说明了目前对于“重大风险”的认定

没有统一的标准。 

4. “重大风险”认定难题的路径探索 

根据上述可知，“重大风险”在司法实践的认定中存在着许多的难题，这些难题不仅直接影响诉讼

的启动、风险的认定，最终影响制度价值的实现，还会降低司法效率，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为

了更好的发挥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本文认为必须加快解决“重大风险”在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题，切实发挥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的功能和价值。 
(一) 确定“重大风险”的基础对象 
“重大风险”的基础对象，从根源上看就是对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救济客体“环境公共利益”

的理解[7]。弄清楚重大风险的基础对象，对于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产生了损害环境社会公共利益的重

大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环境公益诉讼项下的子集，可以通过环境公

益诉讼的基础理论来确定“重大风险”的基础对象。环境侵权案件中的环境损害后果分为两种，一种是

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还有一种是对环境和人身权益的双重损害。笔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中“对人的损害”

是对私益的损害，不属于损害了“环境公益”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分析问题时，必须要从表面现象深入

到制度设计的初衷去看。作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污染环境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它们直接作用对象都是生

态环境本身，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虽然环境侵权行为经过自然环

境迁移转化后会间接地作用于人身和财产权益，但是人身和财产私益受到损害，可以通过私益诉讼的方

式来解决，《解释》第 29 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不影响因同一

污染、破坏生态行为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私益诉讼。综上，“重大风险”的

基础对象仅限于环境本身，不包括人身财产。明确“重大风险”的基础对象是单一的而不是双重的，可

以避免环境公益诉讼和环境私益诉讼的交叉，节约司法资源。 
(二) 明确“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 
笔者认为“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属于法院而不是行政机关，法院要对环境利用行为是否具有重大

风险进行科学认定，从环境利用行为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正面效益和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角度进行

利益衡平和价值判断[8]。因为“重大风险”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的范畴，一般来说，案件事实的认定，

属于法院审判权的作用范围。且“重大风险”的认定属于司法审判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理应由司法机关

来把控，另外，“重大风险”的认定需要非常高的综合论证能力，法院相比行政机关具有更加专业、公平

公正的优势[9]。但是“重大风险”的认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涉及到许多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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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业技术的应用，如果仅仅把“重大风险”的认定交给法院独立完成，法官责任较重，压力较大，所以

法院应该在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辅助人、技术鉴定人、行政机关、社会公众等主

体提供的意见，对是否构成“重大风险”进行科学的利益衡平与判断[4]。但是不管是技术鉴定，还是专

家辅助人的陈述，又或者是行政机关的技术认定，在本质上都是法院作出事实认定的司法辅助材料，无

法从根本上撼动法院作为唯一认定主体的地位。 
(三) 明晰“重大风险”的程度 
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潜在损害可以分为危险、风险和剩余风险三个层次[1]。危险是指环境损害的发

生具有高度盖然性，采取预防性措施的必要性非常大；风险是指环境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盖然性，采

取预防性措施的必要性较小；剩余风险是指环境损害几乎不可能发生，预防性措施也几乎没有必要采取。

在“绿孔雀案”中，法院认为“重大风险”具体表现为“危害尚未发生，但如果不阻止事件发生，可以预

知此事件的发生必然会造成严重或不可逆的环境损害事实”。由此可知，“重大风险”的危险程度应当

是介于“危险”和“风险”的层次之间，并且偏向于盖然性较高的“危险”程度。针对“重大风险”，发

生损害后果的盖然性程度很高，采取预防性措施的紧急性和必要性程度也非常高，并且该“重大风险”

必须是对社会公共利益能够造成严重的、不可逆的损害，若环境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较小，则

该风险不能称之为“重大”。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生态环境，比如极其特殊地貌、非常濒危动植物等，即

使侵权行为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盖然性较低，由于对象的特殊性，后果一旦发生危害不可设想，所以针

对这类对象，只要无法完全排除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对侵权行为就应该认定为具有“重大风险”。 
(四) 明确“重大风险”的认定标准 
“重大风险”是一种抽象的、推定的风险，如果不加以规制会导致出现滥诉或者法益保护失衡的局

面。针对这种抽象的概念，本文认为要尽可能的细化它的认定标准，以此来实现最大程度的同案同判。

对“重大风险”作出具有可操作性、合理的要件式判断，可以参考以下的构成要件：(一) 被告实施该行

为明显的违反了环保法上的注意义务，且该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或者已经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了一定

的危险；(二) 被告实施的行为和抽象危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 被告的行为转化为实害结果的可能性

非常高，且以社会一般人的视角该实害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不可逆的、长期的[10]。法官可以综合原被

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各方专业人士提供的辅助材料，结合上述的三个构成要件来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另外，从“重大”和“危险”两个方面也可以对“重大风险”作出具像化表达。“危险”可以分为针

对区域的危险和针对物种的危险，判断“重大风险”需要考虑被保护对象的独有价值，环境侵权行为对

该区域是否构成重大风险需要参考该区域的生态价值，为此本文认为可以借鉴生态保护红线，2017 年印

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将生态保护红线规定为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

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包括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等，生态红

线保护范围内禁止开发活动，不得任意改变用途[11]。环境侵权行为对该物种是否构成重大风险需要参考

该物种的价值，为此本文认为可以参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关于什么程度的“危险”达到“重大”，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一条列举了 10 类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的情形，第二条列举了 10 类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虽然该司法解释是基于事后损害结果制定

的“严重”标准，但是本文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评估风险转换成的实害结果从而参考适用该标准。 

5. 结语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对改进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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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司法层面的具体适用。但是预防性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上的不足会影响人们提起相关诉讼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执行以及生态环

境的保护。“重大风险”的认定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但是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针对

该问题尚未存在统一的相关规定，通过分析发现，实务中关于“重大风险”的理解和适用十分混乱，为

解决实践困境，本文认为应该从法律人的视角出发，结合环境科学领域的客观标准，重新解读“重大风

险”的内涵和认定标准，实现其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有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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